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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拿起中国学者首创的《三旋理论初探》就回想到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正如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温伯格所说：“科学革命能够符合库恩所描述的模式的，似乎只适合于近代科学产生前后的那一特殊历史时期内对一些特殊自然现象认识的变化”（《对峙：科学及其文化敌手》）。中国理论物理学者王德奎的三旋模型通过“广义自然全息”已贯通万事万物，一直追索到宇宙、生命、思想的三旋起源，是否也有她的“特殊历史时段”呢？如果说库恩的范式转移模型仅适于亚里斯多德力学到牛顿力学的演变，那么王德奎的三旋类圈体模型是否只有放在宏观地球的运动和微观及宇观的量子与引力简并的描述才是生动而有说服力的呢？我们试从理论提出、数学模型和实验依据三方面来分析这本新著的特色：

（一）

首先，从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的猜想——自旋是一种“结构”开始，三旋“结构”的首创者王德奎敢于以整个西方现代科学的挑战者姿态，明确指出“从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建立以来，到今天的非线性科学，虽然发展和完善了很多数学工具，但都没有捅破能与形如何统一这一点。”（P3）
王德奎站在第三次大统一的高度（第一次是牛顿把天上的力与地上的力统一，第二次是爱因斯坦把时间与空间统一，）认为牛顿力学方程、麦克斯韦电磁场方程、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方程、薛定谔量子力学方程、杨振宁规范场方程及大统一方程、超大统一方程、超弦方程和混沌、弧波、分形等一类非线性科学方程，都涉及能相和形相的统一问题（能相即对物体能量作的相图，形相即对物体形状作的相图）。而能相与形相的统一又在于要找到统一的相图。
王德奎依靠的就是三旋结构模型来作他的统一相图，以完成他的第三次统一的科学伟业。现代科学的数学模型尽管精确到了圈圈点点的许多方面，但都没有把自旋像笛卡儿用三个直角坐标来解构或建构，而王氏恰恰从这一三旋的结构和建构来观控世界，这样宇宙的万事万物尽管形相——物体的形状千差万别，而它们的能相的简并模式，都可被归结为由类圈体自旋的环面或极限环的分岔、周期、倍周期、准周期、拟周期、延伸、压缩、折叠等张力所决定。
王德奎的类圈体存在三种自旋（即面旋、体旋、线旋）的结构模型并非空洞的幻想，而是确立在“物质存在有向自己内部作运动的空间属性”（P3）的实际中，并且早在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就已经把物体的刚性概念在微观和高速下变得模糊了，从而为三旋结构的进入提供了立足之地。（P5）
进一步来看，20世纪，人类探索物质的能相与形相的统一，通过相对论发现质能关系上数量相等,通过量子论发现个体的能相和形相，愈到微观愈是趋同，从现代科学发展，王德奎追溯到中国古代太极思维，用他的话说：“从欧几里德几何的点体观创立之后，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和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的科学概念和科学的分析方法，追寻到了宇宙的极点的隐秩序范围。从欧氏几何（第五公设的破缺）到非欧几何（黎曼曲面），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的弯曲）再到卡路扎、克林的理论（第五维是微小圈），再到今天的超弦理论（杂化弦是闭圈），使太极数学中包含的圈态超旋思维再也隐藏不住了。”（P610-611）
如果说超弦理论（被誉为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不再把两千多年实践应用下来的能量点作为科学基础的出发点，而是重新选定能量环，那么王德奎提出的“旋”理论——即以自然事物的自旋为研究对象的，包括了面旋、体旋和线旋的三旋坐标理论，其核心，不正是在事物（类圈体）变动不居的综合运动（三旋坐标）中把握事物的存在吗？这不仅与西方的超旋理论相对应，更有意义的是他还揭示了古代中国周易太极图所表现的对称、有序及混沌的统一，因为这种太极思维（初级）所反映的正是隐秩序中圈态的三种自旋。这种把握事物的存在，正是中国现代科学哲学家罗嘉昌所提出的“关系实在论”。

（二） 

其次，三旋理论的数理模型在“初探”一书中有没有建立起来呢？在第一篇三旋数学的第三章三旋场论中，王德奎用259个公式演绎了三旋场的复杂性——在不同层次上，即以能相上像弧波，形相上像分形，时空表现像混沌（合作与抗衡性的拉伸、压缩、折叠、演化），把形态、功能和信息三个方面具有类似合作与抗衡的广义三旋作出的数学表达，又可以把构成完整三旋的相对独立部分称为三旋元的（几何三旋、功能或能量三旋、信息三旋）的三旋场，在各层次的相似的无标度性用数理模型揭示。
如果说他把20世纪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的统一，类比为第三次形相与能相的大统一，那么，我可以列数第一篇与此类比有关的有：
（1）、新的象性拓扑结构动力学产生的“荷性”，使自旋再次被看成是新旧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分水岭；（P12）
（2）、把“群落”引进色动力学，可类比设想一个原子，一个分子也可看成是圈态生境群落；（P20）
（3）、电磁场可类比是一种三旋类圈体，电磁场中的电子是类圈上的转座子（把类圈体模型引进规范场，三旋对应的不变性仍然直观存在）；（P14，P15）
（4）类比环面与球面不同（形）伦，缩影成圈和点也不同伦的投影。反映在黑洞物理学上，史瓦西黑洞在奇性区域是一点，克尔黑洞在奇性区域是环性；类似地在协同学上，就有了“目的点”和“目的环”之分。三旋正是把圈和圈态看得比点更基本。（P64）
（5）、历史类比：几千年来，人们都重视空间理论，而在时间理论上开拓不大（超弦理论有开拓，也是从多维度空间启发中，发散时间，但无类似笛卡儿三角坐标式的开发空间的形象性，且时间一维）。三旋理论冲出这种桎梏：时间可以是多环面并存，在三旋的综合中出现观察效应上的不同性（P44）。芝诺悖论，把他的老师巴门尼德与苏格拉底争论的焦点（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真空存不存界面？）形象化为希腊神话中的飞毛腿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这就预言了，把时空作为点的堆集的这种关于宇宙和谐性的空间基础研究出现的危机，必将导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瓦解（P95）
（6）现实类比：中国关于复合时空的论战，崔君达类似芝诺悖论的位置，何祚庥类似驳斥芝诺悖论的位置，重要的是何祚庥所坚持的那种没有变化的无限可分式的统一体的层子是不存在的。（P97-99）
（7）把相图分解为能相和形相是三旋的一个主要解析特色，这种两重分解法类似于：洛仑兹变换=空间+时间；复数=实部+虚部，机械能=动能+势能；纤维丛=底流形+纤维。（P210-211）
（8）比类取象与X型科学：用东方的类比思维模式看，宇宙本是一个观测者参与的宇宙；人是从宏观仪器上提取的信息，即使对于微观，也仍然只能拿着宏观仪器推测微观。
客体的信息，只能得到微观客体的宏观度量表达。因此人类的思维是一种宏观规律，而宏观规律又只能是一些进化着的比类取象，进而产生由符号构成的结构，故比类取象可以与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同构”。
X（狭义）型科学，它强调比类取象担当的角色，要抓住自然规律的稳定性特征，在一定范围内能提供大家去分析的客观性的判据。（例如数字公式和模型在物理学中的运用。）如果比类取象的角色自然地等同于与观察方式无关的客观实在性，并在一定范围内能独自成系统地进行探索发展，和能不断提供着分析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的判据，那么这样的比类取象科学（应用和理论）都可以叫X型科学，三旋理论注意把数学思维注入到比类取象的研究对象中，当然属X型基础科学。（P320）
（9）现实中运用量子论和相对论体现出的兼容，是可以类比纤维丛的底流形+纤维（P324），三旋把量子场和引力场的数学基础延伸到黎曼切口（P338），终于出现了量子与引力简并大统一方程（P346）

（三）

第三、三旋理论背后是科学共同体的思想实验还是大脑实验。
王德奎把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称为“大脑实验”，它既不同于思想实验，也不同于真实实验。大脑实验不但支付脑力，而还还要动手、动脚，它是包括支配眼、耳、鼻、舌、皮肤等与整个大脑思维器官在内的一个有组织能力的实验活动，这是它不同于仅有理性思维的“思想实验”的地方。而和真实实验的区别又在于实验全过程中的中间阶段；真实实验面对的是以人工自然再现的理论材料和思维加工对象，而大脑实验则是以天然自然和模拟实验（即部分人工自然）为对象，搜集经验材料而进行思维加工的。
如果科学理论或假说要以这些经验事实来检验，那么又如何检验这些经验事实的可靠性呢？王先生指出尽管在实际中并没有完全可靠的办法，但仍然可以广泛的对经验事实进行比较，以人们的经验事实共同性来检验事实的客观性，这就是取一种全息吸引子——这只有大脑实验才能完成。着眼于以自然的标记为中心（对自然逻辑的归纳和演绎）形成大脑实验方法上的第一个法则，即标记中心法则。大脑实验的另一个方法是介旋，介旋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科学头脑联系起来，连接无机和有机界变成流，发表论文，参加学术交流，进行论战；上一代传授下一代，群体意识变成个体意识，历史性知识变成现实性知识，无不是介旋的作用。信息这种介旋，加快了人类社会进步。大脑实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王德奎在全书第十八章“地球之谜与三旋”中，把栾巨庆行星对应区假说和板块说为代表的中外十九位大脑实验连成系统，使所有学说，都不过是地球三旋多层面的综合效应，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大脑实验啊！

（四）

最后，王德奎的三旋构想的时代使命是否带来又一个“蒋春暄现象”式的一次“一个人的战争”呢？我们的结论是：也许还是从量子悖论开始，到科学悖论告终。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科学巨匠都想解决百年之争的量子悖论，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能相与形相的大统一基础上统一起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基础科学研究的大突破。
但很多国家，科学的新苗并不能一定都长在国家圈定的科学苗圃里。信息经济学的创立者、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斯教授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讲到为何美国能造就大批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指出的两大原因之一是，美国教育界和学术界里挑战权威和竞争创新气氛浓。在我们国家恰恰缺少这一点。曾记得2001年10月25日《科技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长篇报道文章，报道了蒋春暄在数学上的多项重大成就：证明费尔马大定理、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黎曼假设否定、Iso数论基础、大数分解。据说2000年8月，美国公布21世纪五大数学难题，蒋春暄于1998年前就解决其中三个：哥德巴赫猜想、孪生素数猜想和黎曼假设。这是21世纪最大成果。这是中国几百年来数学上最大成果。这是空前绝后、划时代和中国能立于世界科技之林的成果。但却得不到国内的承认，故名之为“蒋春暄现象”。对此，长篇报道文章用黑体大字如下写着：“蒋春暄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学者”。对于他的数学成就的评价，学界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在美国著名学者桑蒂利眼里，蒋春暄是一个数学天才；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蒋春暄的研究如同垃圾纸，不值一提。正是因为这种认识上的尖锐对立，蒋春暄的数学充满了迷幻色彩。它不禁使人要问：他是想蹬着自行车上月球吗？
我们揭示“三旋构想”的时代使命，是宣告我们以下的三个观点：
一、向西方传统科学真理观念的挑战，又要求得到本国西方传统科学权威人物的认同，才被社会认可。这本身就一个悖论。“蒋春暄现象”式的“一个人的战争”，正是这一时代背景的产物。
二、社会视角注意中心的转移层次与科学发展层次的对应点是否相符，这就出现了全球视角与中国视角的悖论（整体与局域）。科学发展在信息时代具有全球性，而中国社会视角的注意力的转移则有局域性，特别是资金的投入要围绕国家当前利益的迫切需要。
三、资金分配与舆论导向掌握在谁手？在专家还是大腕？要在这里找到结合，找到与意识形态中心的共鸣，它的突破将出现信息增殖。可贵的是要敢于长久坚持想象一种最新结合。即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主要还是要有准备头脑的国家学术中心和社会视角注意中心的迎接。这恰恰是强调科学创新所忽视了的科学悖论：没有新科学准备的头脑，实际这些已取得地位的中心并不是无为，而是要勇于排斥有新科学准备的头脑的
